我 的 中 学 物 理 教 学 生 涯 30 年 之 1
    1966年6月底，刚满14岁的我，在省属中学——江苏省兴化中学初中毕业考试中，取得了作文、数学第一名、英语第二名、总分第一名（由于1963年开始的教学改革，当年毕业考试仅考3科）的成绩。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时，却传来了我校高二丙班学生发出《给江苏省教育厅的一封公开信》的消息，主要内容是：为砸烂旧的教育制度，他们决定集体不进学期考试的考场，要求江苏省教育厅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，并有全班45名同学的签名。果然，江苏省教育厅很快做出了取消学期考试的决定，不久，又先后发出了取消当年中考和高考的通知，要求高中学生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如选举成立学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，学习“五·一六”通知、“十六条”，参加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运动，写大字报斗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和“牛鬼蛇神”等；而初中学生则全部暂时回家。其间，我们先回到家庭所在地居委会（少数农村学生回乡），挨家挨户帮助写《毛主席语录》的条幅，后来也断断续续地回校加入红卫兵组织、选红卫兵赴京代表（接受毛主席接见）、参加革命大串联、复课闹革命、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两大派群众组织的“文攻武卫”，但昔日的校园早已不复安宁。反复闹腾，直到两年多后的1968年10月，才给我们发了初中毕业证书，并根据家庭出身（工人、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的红五类子女）和两大派站队（支持革委会成员当权的一派为站队正确）情况，由学校革委会确定每班5人（此时，就不管省中还是县中，也不管公办还是民办学校，完全取消了差别，都是每班5人，与选红卫兵赴京代表的名额相同）升高中。从此，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和可爱的校园、和持续五年多、史上最长的初中校园生活再见了。

1、 读师范学院是一次历史误会

1． 我被推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

由于父母均患重病的原因，我得以免予下乡插队，顶替母亲的工作，成了兴化服装厂的一名工人。在许多人的眼里，当时能留在城里就已经够幸运的，有做出口服装的工作就更令人羡慕了。当然我也挺知足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安于职守，努力学习，积极工作，颇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，并且被选为厂安全生产委员会委员。就在领导要派我去苏州学习服装设计时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：在初中毕业考试9年后的1975年，我竟然以兴化服装厂优秀工人的身份获得了“工农兵学员”的推荐，尽管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在当时都受到不少限制，但由于在面试和笔试中的突出表现和优秀成绩，我得以被招生小组的老师从中专类考生中提升到大学类，并最终被扬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。（其实早在毛主席“七·二一”指示发表后，1972年全国高校即开始招收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每年的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局、公社，兴化服装厂隶属兴化工业局，工业局的招生名额每年都分配给化肥厂、拖拉机厂、棉纺厂、轴瓦厂、无线电厂等国营大厂，作为大集体性质的服装厂，根本排不上号，尽管我有上学读书的欲望，但根本没有可能。1974年，因兴化工业局管理的摊子太大，兴化工业局分为兴化工业局和兴化轻工业局，兴化轻工业局的下属单位几乎都是大集体性质，1975年，兴化轻工业局获得两个大学推荐名额和一个中专推荐名额，两个大学推荐名额分别给了电子仪器厂和机械农具厂，中专推荐名额则分给了服装厂和轴承厂，两厂各推荐1人，最终落实1个推荐名额。服装厂符合条件的青年有30多人，但有读书意愿且强烈的并不多，最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决定推荐我）虽然读师范学院远非我的理想，录取也并非按成绩确定，心中常有“生不逢时”、“怀才不遇”之感，但我自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能有重返校园学习，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和机遇，成为全班能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仅有的两人之一。且另一个同学读的还是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“社来社去”班，按规定：因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从农村来，毕业后得还回农村去）。无论如何，作为连高中校门一天都没能跨进、而且有强烈读书愿望的人，我应该知足了（为能尽量争取到读书的机会，我当时违心地填了扬州师范学院、江西冶金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，可谓哪里最艰苦，能读书的希望最大，就到哪里）。虽然与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姨表哥比起来相距甚远，但与当时不少还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相比，我还是够幸福了，毕竟这也算终于圆了母亲多年前“让女儿读师范、儿子读大学”的夙愿。
